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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和居民福祉关系的研究有利于科学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和优化治理环境。使用 2006—

2021 年 Web of Science 及 CNKI 收录期刊论文数据，运用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并结合传统综述方法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1）中文文献研究热点经历三个阶段，分别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西方经验研究及在我国的初步探索

阶段、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模式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阶段、环境规制的居民福祉评估及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具

体案例研究阶段。英文文献研究最初关注社区层面居民参与环境规制，而后着重实践中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探索，目

前聚焦环境规制对于居民福祉影响及环境健康不公平和大数据分析应用。（2）学术界对于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以及居

民福祉的影响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证实环境规制对居民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并提升了个体主观幸福感，但

同时加剧了居民群体间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3）研究趋势呈现出研究视角从宏观向微观转变、研究方法由统计模

型向空间分析和准自然实验方法转变、变量测度从单一指标向综合性指标转变的特点。（4）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

政府回应机制的分析和优化、环境规制对于居民福祉影响公平性研究以及研究方法、数据与变量测度的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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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cientific for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Using the data of journal papers collected by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from 2006 to 2021, using 

CiteSpace bibliometric analysis software and combining with traditional review methods,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hotspot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discuss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initial stage in China,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alysi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tag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evaluation of residents’ 

well-be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specific case stud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glish literature research initially focused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n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ractice. At present,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inequity and big data analysis 

applications. 2)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yet reached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on the impac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s’ health and enhances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be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exacerbate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sidents and between regions. 3) The research trend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changes from macro to micro, the 

research method changes from statistical model to spatial analysis and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method, and the variable 

measurement changes from single index to comprehensive index. 4)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ocus on the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e mechanism, the research on the equ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residents’ well-

being, and the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data, and variable measure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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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果，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污染，危害了人民群众

健康[1]。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我国各级政府

制定和执行了多个环境规制。学术界认为环境规制是政

府对环境资源进行干预从而达到环保目的的一种方式，

它主要是为解决相关环境问题而制定实施的一系列决

策、措施和政策的组合[2]。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主要包

括两大类，命令控制型规制以行政强制性命令的方式对

被规制者的行为进行直接管理，经济激励型规制通过收

费或补贴等显性的市场手段影响企业排污决策[3]。 

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污染问题。然而，

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与企业

之间信息不对称，地方一度以追求 GDP 增长为导向造

成了地方性的环境规制问题，人民群众的健康仍然面临

威胁[4]。因此，公众参与对地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于自上而下的层级式政府环保考核制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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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有利于环境管理部门与公众进行双向信息交

流[5]，提高了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在 2014

年颁布修订后的新《环境保护法》，提出“依法公开环境

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2015 年 7 月国家环境保护

部通过《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明确了公众获取环境

信息、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

了法律保障。2017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应“形

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并“畅通公

众参与渠道”，这标志着公众参与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重

构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6]。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

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

理体系”。因此，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规制的探讨十分必

要。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指环境利益相关的个人或社会

组织、团体直接或间接参与环境政策、计划或项目的决

策过程[7]。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模式。从参与主体看，有基于公民个人的参与、

基于非营利组织的参与以及基于媒体的参与。从参与渠

道看，有通过行政程序的参与、通过立法程序的参与等

形式[8]。从参与过程看，公众参与可分为事前政策制定、

事中政策执行和事后监督评估等环节[6]。随着信息化社

会的到来和公众法治权利意识的勃兴，政府与公众协作

已经成为了解决环境危机的重要手段[9]。 

公众参与提高了政府环境规制的效率，进而改善了

环境质量和人居环境，达到了提供良好环境公共品和满

足民生福祉需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共同

体理念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说明生态环境保

护本身就是居民福祉的组成部分。学术界对于居民福祉

的概念涉及多个维度，以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

学为基础，又延展到农学、生态、环境、食品等具体领

域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叉学科体系[10]。具体到生态

环境领域，可认为居民福祉包括人类为实现美好生活在

自然生态系统中开发和利用各种基本物质的过程，是对

于身体健康、社会关系、文化认同、归属感、安全感和

自我价值实现等进行选择的自由和能力[11]。 

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外研

究表明政府规制的制度质量比如政府腐败程度、社会民

主度及公众权利等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12]。我国的

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过程和结果的有效

性显著提高了群众满意度[13]、抑制了环境污染对居民幸

福感的绝对剥夺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14]，是增进居民幸

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15]。 

因此，新时期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深入实施，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将是我国未来长期的工

作重点。目前学术界在环境规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企

业决策以及环境质量的影响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

关于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和居民福祉关系的

探讨相对较少，且缺乏研究梳理，需要进一步洞见公众

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研究的优先领域和热点方向。

2006 年之前的研究已经意识到公众环境参与重要性，以

定性分析为主，梳理公众参与的概念、历史及问题，但

对于公众参与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分析较为有限。2006 年

之后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逐渐建立公众参与、

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关系。因此，本文着重关注 2006 年

之后的研究，结合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与传统的综述方

法对于三者关系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已有研究进展、探

索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热点，为未来公众参与、环境规制

与居民福祉关系研究提供借鉴。 

1 数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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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本

文分别对中英文两大学术论文检索平台即中国知网

CNKI 和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

据库进行检索。中文文献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基础数据

源，原因在于中国知网覆盖范围广，学术资源相对较全。

为提升文献的权威性、科学性和代表性，中文文献的检

索范围为北大核心和 CSSCI 期刊文献，主题一检索词为

“环境规制”“环境治理”“环境管制”“污染治理”“环

境税”“环境保护税”“排污费”“环境补贴”“绿色补贴”，

主题二检索词为“公众”“居民”“群众”和“民众”，检

索结果取两个主题的交集，以体现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

居民福祉之间的联系。英文文献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

数据库为基础数据源，原因在于 Web of Science 是全球

最大、覆盖学科最多并且收录期刊均为各个领域的核心

学术期刊。英文文献检索范围选择论文或综述论文，主

题一检索词为“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nvironmental 

policy ”“ environmental standard ”“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environmental tax”“sewage charges”，主题

二检索词为“public”“residents”“inhabitants”，检索结

果取两个主题的交集。 

中英文文献检索时间设置为 2006 年至 2021 年，原

因在于 2006 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三个转

变”的重要思想，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

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

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

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治理。因此，本文关于公众

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关系的文献研究对应开始于

2006 年。本研究的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2 日，最终

筛选管理学领域、公共行政领域和城市研究相关领域中

文文献 1225 篇，英文文献 1917 篇。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检索结果进行可视化分

析。CiteSpace 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

术学院陈超美教授团队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

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ation)和寻

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样本文献的关键

词、发文作者、发文机构、文献来源期刊等内容进行共

现、共引、共被引、耦合等方面的定量分析[16]。软件中

的关键词图谱配合突现词功能的使用有助于分析研究

热点及其演变[17]。本文运用 CiteSpace5.8.R3 软件关键词

时区图谱功能和突现词功能等分析公众参与、环境规制

与居民福祉关系研究热点演变及研究前沿。在关键词时

区图谱中，关键词落于的时区位置表示该关键词首次出

现的时间，关键词节点半径大小表示出现频次的高低，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的共现关系。 

2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关系研

究热点演变 

2.1 文献发文量及发文期刊 

运用 Origin 软件对样本文献发行数量进行统计（图

1），发现国内外文献对环境规制的研究数量都呈明显的

上升趋势，说明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关系话

题逐渐受到关注，成为新兴研究热点。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国内研究迅速发展，与国外研究文献数量齐头并进。

国外文献主要发表于“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CITIES”“LOCAL ENVIRONMENT”

“CLIMATE POLICY”等期刊，国内文献发表于《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行政管理》《管理世界》《公共管

理学报》《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地理》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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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21 年中英文文献发文总量 

Fig.1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from 2006 to 2021 

2.2 研究热点与学术前沿演变 

本文的研究热点（图 2）与学术前沿演变（图 3）分

析从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两个角度进行梳理。时区位置

表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如“环境规制”首次出现

于 2010—2011 年，关键词节点半径表示出现频次，如

“环境治理”“policy”分别出现频次最大。从中文文献

关键词时区图谱（图 2(a)）中可以看出我国环境规制演

变发展离不开第三方主体居民，居民作为环境治理的主

体和受益人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研究热点和前沿从西

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经验的探索，逐步过渡到我国

居民参与环境规制的理论和治理模式以及环境规制对

居民福祉的影响，再继续细化发展到研究环境规制各个

类型、具体环境规制政策的效应评估以及环境规制对于

居民福祉的影响。 

 

图 2 国内外文献关键词时区图谱 

Fig.2 Time zone map of key word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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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外文献关键词突现词图谱 

Fig.3 Map of keywords outburst word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第一阶段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西方经验讨论及

在我国的初步探索阶段（2006—2011 年）。该阶段文献

数量较少，且增长速度缓慢，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学

者们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传统的政府环境管理模式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18]。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公众的环保行为没有被

纳入我国环境管制的框架内，公众的环境质量诉求还无

法在环保执法中得到满足[19]。 

第二阶段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与模式分析

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阶段（2012—2017 年）。该阶段

文献数量快速增加，学者们提出应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借鉴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开始探索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根据治理理论、协商民

主理论和博弈理论等提出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治理模

式和多元共治模式[20-21]。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该阶段公众

环保诉求开始有效地推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环境治理

问题、采取更多的环保措施，并带来积极的环境改善效

果[22]。该阶段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23]、政

府治理与居民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入研

究[24]。另外，环境治理对于居民福祉的影响开始被关注，

初步发现环境规制对提高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14]。 

第三阶段为环境规制评估及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

具体案例研究阶段（2018—2021 年）。该阶段文献数量

持续增加，研究走向精细化和具体化。环境规制研究中

区分了不同规制类型的效果，部分研究聚焦到具体政策

的效果评估，如雾霾治理政策[25]、环保法庭[26]、中央环

保督察[27]、生活垃圾治理政策[28]等。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研究一方面从定性角度分析了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

有效性[29]，另一方面开始运用具体案例分析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的问题、路径和机制[30]。实证研究发现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能够显著地促进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提升[13]。 

根据文献发文量、关键词演变（图 2(b)）的进程，

国外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关系的相关研究发

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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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关注社区层面居民参与环境规制的路径、

效果以及影响因素研究（2006—2011 年）。该阶段文献

数量相对较少。研究认同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具有积极影

响，认为公众参与环境政策分析和规划有利于将公众的

价值观和偏好纳入决策[31]。公众参与可以通过向决策者

提供当地的信息、基于经验和社会价值的知识等，从而

提高环境规制决策的质量[32]。而地区的政治环境、制造

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33]以及个人知识教育水平、经

验和社会影响力将影响居民公众参与[34]。 

第二阶段着重于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问题研究及

居民支持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分析（2012—2015 年）。

基于西方国家居民参与环境规制的过程，相关研究从立

法、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分析公众在地方政府

决策中参与的不足，如公众参与渠道单一、信息共享不

畅通，公众环境保护知识匮乏、公众意识和参与热情不

高，保障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缺失、公民参与权受限等

[35-36]。此外，居民人口社会学特征影响了环境规制的制

定和执行。研究表明公众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有利于

居民支持环境规制[37]，居民的环境价值观、环境相关的

知识和重视程度显著影响其对环境规制态度[38]。另外，

当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与沟通合作时，环境规制政策的

执行将受到影响[39]。 

第三阶段聚焦环境规制对于居民福祉的影响以及

环境健康不公平和大数据应用分析（2016—2021 年）。

该阶段文献数量迅速增长。在环境规制对于居民福祉影

响的文献中，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实施显著降低了环境

污染和公众健康花费[40]，促进了居民健康改善，降低了

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破坏[41]，并可以通过企业技术

创新的路径提升居民幸福感[42]。此外，研究还发现环境

规制对居民健康及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异

质性[43-44]，因此环境规制中的环境正义和环境公平问题

日渐受到关注[45]，其中贫困社区、少数人群或特殊族裔

是西方研究关注的重点[46]。同时，该阶段研究关注焦点

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区域[47]，中国的

环境治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问题。针对中国的实证研

究表明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均能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

感[48]。 

3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研究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生态环境、行政管理制

度、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治

理的典型特征是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即行政管理是自

上而下的，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 GDP 作为

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而后开始强调生态文明

[49]。因此，中国在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居民福祉等环

境治理目标中的表现和深层机制均与西方国家存在较

大差异。故下文着重分析中国的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

居民福祉关系研究。 

3.1 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关注公众环保意识、社会舆论、

公众环境诉求、公众环境关注以及公众参与对于环境规

制效果的影响。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关系研究的框架内

容见图 4。目前学术界对于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以及环境

治理绩效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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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促进了环境规制的发展。公众诉求有效推动地方政

府关注环境污染问题，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多的环保举

措，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22,50]。公众环境关注与公众

监督行为可以提高政府环境规制的效率，比如在抑制污

染企业进入、促使企业污染减排及促进企业创新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51-52]，公众参与降低了环境规制的执行成

本和监督成本[53]；第二种观点认为公众环境参与对于环

境规制影响薄弱[6]，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抱怨并没有促

进环保部门采用更严格的执法[19]，也不会带来环境规制

投入增加[54]；第三种观点区分不同的环境规制类型或公

众参与类型的影响。从公众参与阶段看，公众事前参与

可以有效提高环境治理效果，事后参与反而会产生对政

府监督的挤出效应，效果欠佳[55]。从公众参与的具体方

式看，群众来访密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政府组织

参与密度和政协提案密度则与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替代

效应[8]。从环境规制类型来看，公众环保诉求对环境规

制监管与收益有正向影响、对环境规制支出影响有限[56]。

此外，在不同的城市类型，公众舆论的影响也有差异，

公众参与可以促进普通型城市的产业升级，而对于资源

型城市影响效应不大[57]。 

 

图 4 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Fig.4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是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过程，

而已有文献多重视公众参与的研究，对于政府回应机制

探讨相对较少，并且已有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

于研究对象、研究尺度和单元、研究时段不同，因而导

致研究结论出现较大的差异。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

多样，不同的实证研究关注了公众参与的不同类型，并

且一些研究关注省级尺度的环境规制，部分研究关注城

市尺度的环境治理和绩效，这种公众参与类型上的不同

和研究单元的差异造成了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与此同时，

中国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巨大，并且经历了发展理念的转

变，导致了关注不同类型地区以及研究不同时段的文献

实证研究结论差异较大。 

3.2 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的相关研究 

环境规制对于居民福祉的影响表现在环境规制影

响居民健康、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主观幸福感与公众满

意度三个方面（图 5）。第一，在环境规制影响居民健康

研究中，学者们认为环境规制对于居民健康具有正向影

响作用。环境规制政策通过降低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促

进了公共健康[58]，建立了“规制政策—环境污染”和“环

境污染—公众健康”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在环境规

制对于区域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中，研究发现命令控制

型环境规制会加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3]，费用型和投资

型环境规制对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倒“U”型影响[59]，

另外环境规制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门槛

效应[60]；第三，在环境规制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中，

学者们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提升居民主观幸

福感[14-15]。此外，环境规制对于政府环保工作的公众满

意度、居民绿色福利等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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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环境规制和居民福祉关系研究的框架内容 

Fig.5 The frame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已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降低环境污染来

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提升群众对政府环

保工作的满意度，提高社会福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环

境规制也会对城镇居民内部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

差距造成影响，并且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影响路径机制

也不相同。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

对于各个角度居民福祉的影响研究。 

3.3 研究方法与变量测度 

3.3.1 研究方法 

随着研究数据不断丰富，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

民福祉关系实证研究方法也日趋多元。传统最小二乘法

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已经不足以满足研究需要，广义矩

估计、门槛回归、空间回归等更贴近于现实世界的计量

模型和克服内生性的准自然实验方法逐渐流行，研究方

法上体现为三个特点。一是为了规避解释变量和被解释

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回归估计带来偏误和

内生性问题，学者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法（GMM）[63]。部

分研究选取两步系统 GMM 方法估计模型参数，选取滞

后一期的公众参与度、公众受教育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

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3,6]；二是为了揭示非线性关系

和空间相关关系，研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环境规制

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影响[60]，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

（SAR）识别地区间空间交互行为[64]，或者利用空间杜

宾模型验证公众参与对各个地区环境规制影响的空间

溢出效应[8,54]；三是为了规避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或居

民福祉之间的内生关联，学者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

评估环境规制的污染治理效果，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

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公众舆论爆发对于工业废

气排放的影响[57]，利用系统 GMM 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

（DID）分析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61]。 

3.3.2 变量测度 

公众参与的测度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单一指标

法，学者们通常采用环境信访投诉、人大建议和政协提

案数表征环境规制强度，如环境问题发生的上访批次、

环保来访信件数、环保信件和电话投诉总数表征等具体

指标公众诉求[19,54,61]。另外，百度搜索指数、Google 搜

索指数也可以度量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8,50]。第二

类为综合指标法，学者们选取环保来信总数、来访人数、

来访人次以及环境方面的人大建议数、政协提案数、电

话投诉和网络反馈等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或熵值法

获得综合指标[56,63]。 

环境规制的测度主要有赋值法、单一指标法和综合

指标法。第一类赋值法指根据环境规制的颁布机构及政

策内容，从政策属性和政策内容多个角度对环境规制进

行量化赋值以表征环境规制强度[51,58]；第二类单一指标

法指采用某一个固有指标表征环境规制的强度。比如运

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第二产业比重、单位工业产值

工业废气排放量等表征环境规制强度[57,60]。也有学者运

用单一指标衡量环境规制，但具体细分到指标的不同维

度，比如以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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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GDP 的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排污费收入总额与缴纳

排污费单位数比值、工业 SO2去除率分别衡量环境规制

支出、监管和收益的三个环节[64]；第三类综合指标法综

合运用多个指标刻画环境规制的水平。如采用多指标通

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

制强度指数[3]，选取典型工业污染物处理率和排放率指

标衡量环境规制综合水平[65]。 

居民福祉的测度集中在居民健康、居民收入不平等，

以及主观幸福感和满意度三个方面。第一类居民健康测

量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宏观尺度，研究将地区居

民死亡率、预期寿命作为常用的健康表征指标[66-67]，或

者将医疗卫生总费用作为居民健康的替代指标[58]。微观

尺度，通常采用调查问卷如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

据（CHARL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和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个人健康状况调查衡量居

民健康；第二类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测度，常见的研究指

标主要采用城镇居民基尼系数[3,60]、泰尔指数[59]，以及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比值[65]；第三

类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满意度的衡量，多采用微观调查数

据中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作为指标，比如根据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CFPS）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幸

福感回答结果进行赋值和变量处理，也有学者采用

CGSS 数据中的地方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62]。 

学术界尚未形成意见一致的环境规制的指标测量

办法，已有研究对于环境规制测量往往依据研究时间范

围、研究单元尺度和研究目的不同选取各不相同的数据，

对于环境规制的测量也有多个视角，比如基于规制的政

策分析视角、基于规制经济投入视角、基于规制对污染

物产生量和处理率的结果视角、基于环境规制存在与否

的准自然实验视角。因为对环境规制测量的不统一，所

以造成很多研究成果不具备可比性。关于居民福祉的测

量方法和研究角度也各有争论。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开发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和居民福祉研究的度量指标与科学

的测量方法。 

综合已有研究对于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

的研究内容、研究变量测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

分析，形成已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 6 所示。 

 

图 6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关系研究框架 

Fig.6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sidents' well-being 

4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软件 CiteSpace 对 2006—2021 年

间中英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探索公众参

与、环境规制和居民福祉的研究热点与进展，并结合传

统综述方法分析现有研究的主要结论和研究趋势，以期

为未来我国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主要结

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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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研究阶段和热点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和治理

问题紧密挂钩。中文文献的研究先后经历三个阶段：

2006—2011 年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西方经验讨论及

在我国的初步探索阶段，2012—2017 年为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的理论与模式分析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阶段，

2018—2021 年为环境规制效果评估及公众参与环境规

制的具体案例研究阶段；英文研究文献在第一阶段关注

社区层面居民参与环境规制的路径、效果以及影响因素

研究（2006—2011 年），在第二阶段着重于公众参与环

境规制的问题研究及居民支持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分

析（2012—2015 年），在第三阶段聚焦环境规制对于居

民福祉的影响以及环境健康不公平和大数据应用分析

（2016—2021 年）。 

（2）学术界对于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以及居民福祉的

影响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三种观点分别为公众参

与促进了环境规制的发展、公众环境参与对于环境规制

影响较小、不同公众参与类型和环境规制类型的影响具

有差异。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于居民健康具有正向影响，

能够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同时会加剧居民群体间和

区域间的收入差距。由于研究对象、研究单元、研究目

的和数据可得性的差异，针对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和居

民福祉的测量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3）研究呈现出三个发展趋势：一是研究文献数量继

续增加，且在研究视角从宏观向微观视角转变，二是研

究方法趋于多样化且呈现出由统计模型向空间分析和

准自然实验方法转变的倾向，三是变量测度从单一指标

测量向综合性指标测量转变。基于当前的学术研究进展，

结合中国的社会需求，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是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府回应

机制的分析和优化，二是环境规制对于居民福祉影响中

公平性研究，三是公众参与、环境规制与居民福祉关系

研究方法、数据与变量测度方式的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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